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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禀赋视角下环境规制对
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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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黄河流域半数以上城市是资源型城市，该类型城市生态和产业协调发展对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意

义重大。文章以环境治理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门限模型、熵值法等方法，基于资源禀赋分

异对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进行类型划分，解析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和产业路径创造交互作用关系，归纳高、

中、低等级资源禀赋下环境规制对产业路径创造的影响机制，进而针对不同等级资源禀赋条件下资源型城市

提出高质量发展建议。结果表明：2003—2016 年，黄河流域城市环境规制水平增长显著，且地区差距不断

缩小，总体呈现上、中、下游逐级递增态势；2003—2013 年，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产业路径创造水平提升明

显，但地区差异显著；不同资源禀赋条件下，环境规制对资源类和非资源类产业路径创造的影响机制具有显

著差异。为此，环境政策的制定和选择要考虑当地资源禀赋条件和经济发展对资源行业的依赖程度，科学设

计精细化的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生态保护和产业转型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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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

地带，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在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

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座谈会上如是强调。黄河流域不仅是我国重要的

生态屏障区和经济带，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开发工业

带，拥有支撑我国现代工业发展所需的煤炭、石油、天

然气、金属矿产等关键资源，其煤炭资源产量约占全国

总产量的 70%。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

为国民经济实现长期平稳较快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

用。目前，黄河流域有超过 50% 的城市为资源型城市

和老工业城市，该类型城市主要以矿产资源开采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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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单一化和刚性化[2]，资源综合利

用率低下[3]；同时，此类城市“高污染、高耗能、高排

放”的工业发展模式[4,5]严重影响了黄河流域的生态安

全和可持续发展。在国家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总目

标下，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地方政府

和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焦点。为此，研究黄河流域资源型

城市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的交互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有

利于构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模式。

环境规制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以保护环境为

目标，禁止或限制被管制者特定经济行为的政策法

规 [6]。环境规制主要作用对象是企业个体或组织，通

过影响企业生产行为倒逼产业结构调整，进而影响城

市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可持续发展[7]。针对资

源型城市的特殊属性，环境规制相关研究在不断增

加，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 2 个方面：① “创新补偿”视角下，环境规制

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产生影响。环境规制对于资源

型城市产业结构的主要影响在于能够逼迫企业创新生

产方式，进而激发企业“创新补偿”效应 [8]；Mohr[9]

认为环境规制会促使资源型城市更加注重科技创新投

入，提高生产效率；王锋正和郭晓川[10]以 12 个资源型

产业为研究对象，发现环境规制对资源采掘业的工艺

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② 劳动供给视角下环境规制

对资源型城市产生影响。Walker[11]通过对资源型城市

跟踪调查，发现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就业率存在持

久的反向作用；Liu 等[12]研究发现严格的工业废水排

放规制导致所研究的资源型城市工业部门就业人员减

少了 7%。由此可知，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环境规制对资

源型城市的影响机制，较少讨论资源型城市的资源禀

赋，但是资源型城市资源条件的差异会对环境规制政

策的实施效果和产业转型发展产生影响 [13,14]。为此，

在资源禀赋视角下探究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资源型城

市产业结构转型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基于此，本文以 2003—2016 年黄河流域 61 个城市

环境治理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建立环境规制综

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定量测度环境规制指数

值；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门限模型来解析黄河流域

资源型城市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和产业转型的相互关

系，科学归纳高、中、低等级资源禀赋下环境规制对

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进而针对不同等级资源禀赋条

件下资源型城市提出高质量发展建议，以期为黄河流

域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范围与数据来源
研究范围的划定遵循“以自然黄河流域为基础、尽

可能保持地区级行政区划单元的完整性和考虑地区经济

发展与黄河的直接关联性”[15]三原则；根据数据可获取

性，将黄河流经的涉及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不

含东四盟）、陕西、四川、山西、河南和山东 9 个省份

中 74 个城市（指地级市/州/盟，下同）划入黄河流域。

其中，根据数据可获取性，本研究中黄河流域城市共

包含 61 个城市；再以《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

划（2013—2020 年）》为依据[16]，从 61 个城市中筛选

出 36 个城市为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图 1）。

本文对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资源禀赋、环境规

制、资源类（非资源类）产业路径创造进行测度，基

础数据为 2003—2013 年“采掘业”“制造业”和“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3 个产业大类包

含的 41 个二位数行业的从业人员数①。采掘业从业人

员数、环境治理数据收集整理自 2004—2017 年《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1.2 指标界定
（1）环境规制（ER）。在当前研究中，环境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http://dbnav.lib.pku.edu.cn/node/12037）；其中，“二位数产业”指在我国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中位于大类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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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的测度方法主要分为以下 3 类：① 单指标替代

法，采用单个指标来代替表征环境规制强度。例如，

Aiken[17]采用环境规制法规政策来表征环境规制水平。

② 综合指数法，基于地区污染排放及治理的各项指

标来反映环境规制强度。李虹和邹庆[18]选取 SO2 去除

率、工业烟尘去除率等 5 个指标构建环境规制指标体

系，通过计算综合指数测度地区环境规制强度。③ 赋

值评分法，按照一定标准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赋值。

例如，van Beers 和 van den Bergh[19]通过构建环境规制

强度评分体系，评分区间为 0—24 分，对研究区域的

环境规制强度进行量化测度。综上，由于单一指标法

无法全面客观衡量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而赋值评分法

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本文采用综合指数法来量化地区

环境规制强度，建立环境规制指标体系，具体为工业

烟（粉）尘去除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工

业 SO2 去除率 5 个指标，运用熵值法[20]计算环境规制

强度指数，指数数值越高，表明地区政府对环境的管

控力度越大，反之则越小。

（2）路径创造（RV(UV)）。本文参考 Frenken 等[21]、

苗长虹等[22]的计算方法，采用熵指标法对资源类产业

和非资源类产业的多样性水平进行测度，以此分别表

征资源型城市资源类产业和非资源类产业路径创造水

平。RV (UV)的数值越大，意味着该行业路径创造水平

越高。

（3）资源禀赋（RE）。采掘业的发展与自然资

源关联最为紧密，能够较为准确地表征地区经济对自

然资源的依赖程度[18]。基于此，本文采用采掘业从业

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来表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

禀赋。

1.3 门槛面板模型
本文选取资源禀赋作为门槛变量考察其在环境规

制与产业路径创造关系中的门槛效应；其中，环境

规制为解释变量，资源类（非资源类）产业路径创

造水平为被解释变量，实证检验两者之间门槛效应。

Hansen[23]提出的门槛面板模型主要应用于研究解释变

量和被解释变量的非线性问题，相较于传统研究门槛

条件的方法，门槛面板模型能够估计具体门槛值和对

其进行显著性检验。因此，采用 Hansen 提出的门槛面

板模型，根据资源型城市样本数据本身的特点将资源

禀赋内生地划分不同区间，进而研究不同区间资源类

产业占比（用采掘业从业人员占比表示）下，环境规

制水平与产业路径创造水平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参考 Hansen 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估计方法，首先

将任意门槛变量作为初始值赋给待估计的门槛值，然

后通过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与之对应的残差平方和。

最后，取残差平方的最小化值作为最终的门槛值，

进而得到各斜率系数的估计值。门槛效应检验主要分

为 2 个部分：① 对门槛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② 计算

得到的估计值是否等于真实值。具体检验方法参见连

玉君和程建[24]以及 Hansen[23]提出的方法。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2.1 环境规制与路径创造空间格局及其演化特征
2.1.1 环境规制

总体来看，2003—2016 年黄河流域城市环境

图 1    黄河流域城市分布

0 125 250 500 km

图例
黄河流域
黄河流域城市

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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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强度呈现逐年增高的态势且地区差异逐渐缩小

（图 2）。2003 年黄河流域 61 个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均

值仅为 0.21，2016 年增长到 0.43。分地区来看，下游

相比于上、中游具有更高的环境规制强度。2003 年，

下游环境规制强度均值达到了 0.30，显著高于中游

（0.17）和上游（0.20）。其中，上游环境规制强度

高于 0.30 的为银川、白银、金昌等 5 个城市；中游

城市仅有平顶山和三门峡高于 0.30；而在下游的济

宁、东营、德州等 8 个城市环境规制强度高于 0.30。

2016 年，黄河流域下游城市环境规制强度依然最高

（0.48），但与中游和上游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中游

城市环境规制提升显著，13 年间增长了近 2 倍，达到

了 0.44；上游也增长到了 0.38。由此可以看出：黄河

流域城市环境规制水平呈现上、中、下游逐渐递增的

态势，中游城市环境规制强度 2003—2016 年提升显

著，这也进一步证实了 2003—2016 年中游城市对工业

污染物排放控制成效显著。分城市类型来看，2003—

2016 年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低于非资源

型城市，但差距在不断缩小。这 13 年间黄河流域资源

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的平均值、中位数均低于非资源

型城市，反映出资源依赖度一定程度上影响地区环境

规制政策的制定；2003 年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均

值为 0.21，2016 年增长了 2 倍，达到 0.42；同时，与

非资源型城市差距在不断缩小，2003 年资源型城市与

非资源型城市均值差距为 0.019，到 2016 年两者间差

距缩小到 0.008。由此反映出，2003—2016 年资源型城

市环境规制水平提升显著，地区政府对资源型城市污

染物排放的管控正在逐渐加强。

2.1.2 路径创造

（1）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资源类产业路径创造

水平地区差异显著。具体来看，黄河流域中游资源型

城市表现较好；上游和下游资源型城市资源类产业路

径创造水平相对较低，但 2003—2013 年 10 年间提升

显著。2003 年，资源类产业多样性水平较高的城市多

图 2  黄河流域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时空演化格局
（a）2003 年；（b）2007 年；（c）2012 年；（d）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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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位于中游，主要集中在山西、陕西南部和河南西北

部等地。该类型城市资源禀赋较好，在已有资源基础

上进行产业链延伸，实现了资源禀赋优势基础上的路

径创造。2013 年，相较于中游，上游和下游资源型城

市资源类产业多样性提升显著，包括甘肃、陕西（除

铜川外）、山东的资源型城市资源类产业多样性均提

升到 1.2 以上，但山西的长治、吕梁、运城、阳泉、

大同的资源类产业多样性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图 3a 和 b）。主要原因在于山西的 5 个城市资源较

为富足，产业发展也最容易陷入路径锁定困局，阻碍

了产业的路径创造。

（2）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非资源类产业路径创

造水平整体提升明显。与 2003 年相比，2013 年黄河流

域资源型城市非资源类产业多样性总体提升显著，均

值从 1.69 提升到了 2.17；且地区间差距不断缩小，除

东营、淄博、石嘴山、张掖出现下降外，其余城市均

保持上升态势（图 3c 和 d）。分区域来看，下游和中

游的部分地区（如陕西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

资源型城市表现较好，上游以及陕西北部、山西北部

资源型城市非资源类产业路径创造水平仍然较低。

2003 年除包头外，内蒙古、甘肃、陕西北部、山西北

部资源型城市非资源类产业多样性均未超过 1.7。

2.2 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路径创造的影响机制
2.2.1 环境规制对路径创造的门槛效应

为探究资源型城市处于不同资源禀赋的发展时期

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类产业路径创造水平的非线性关

系。采用面板门槛模型，以资源禀赋为门槛变量，对

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类（非资源类）产业路径创造的

门槛值个数进行估计。运用 Stata15.0 软件，通过自抽

样法重复抽样 300 次得到检验结果和 P 值，检验环境

规制强度对产业路径创造水平是否存在门槛效应。

由表 1 可知，针对资源类产业和非资源类产业，

当采掘业从业人员占比为门槛变量时，可得到以下结

论：资源类产业双重门槛检验显著性最高，在 1% 水

图 3    2003 年和 2013 年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路径创造能力空间格局
（a）2003 资源类产业路径创造；（b）2013 年资源类产业路径创造；（c）2003 年非资源类产业路径创造；
（d）2013 年非资源类产业路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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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产业类别 门槛个数 F  值 P 值 10% 临界值 5% 临界值 1% 临界值

资源类产业

单门槛   21.111** 0.010   23.351    16.883    13.038

双门槛  140.201*** 0.000 －6.893 －12.442 －15.708

三门槛  0.000 0.037      0.000      0.000      0.000

非资源类产业

单门槛    31.974*** 0.000    18.396    14.648     13.022

双门槛   72.970** 0.010  －6.088 －10.654 －14.050

三门槛  0.000 0.040     0.000       0.000       0.000

注：**和***分别表示在5%和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表  2     门槛估计值及置信区间

产业类别 门槛值 估计值 95%的置信区间

资源类产业
γ  1 0.118 [0.094,0.119]

γ  2 0.305 [0.296,0.335]

非资源类产业 γ  3 0.151 [0.151,0.163]

平下显著及 P 值小于 0.01，因此存在 2 个门槛值；非

资源类产业单重门槛显著性最高，在 1% 水平下显著

及 P 值小于 0.01。因此，存在 1 个门槛值，表 2 给出对

应的门槛值估计结果。

与表  2 相对应，借助似然比函数图，可以更为

清晰地展示门槛值的估计和置信区间的构造过程。

图 4 为资源类产业 2 个门槛估计值的似然比函数图：

当门槛变量取门槛值 0.118 和 0.305 时，其似然比检

验（LR 值）都为 0，远低于 5% 显著性水平的值，验

证了 0.118 和 0.305 为真实门槛值。图 5 为非资源类

产业  1 个门槛估计值的似然比函数图：当门槛变量

为 0.151 时，其 LR 值为 0，远低于 5% 显著水平值，验

证了 0.151 为真实门槛。

得出门槛值的同时，分别得到资源类产业和

非资源类产业的门槛模型统计结果。资源类产业

的回归结果中（表  3），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类产

业路径创造水平存在  2  个明显的突变门槛，分别

为 0.118 和 0.305；当资源禀赋低于 0.118 时，环境规

制有效促进了资源类产业的路径创造水平，两者呈

现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703）；当资源禀赋高

于 0.305 时，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资源类产业路径创

造水平，两者呈现负向关系（相关系数为 −1.389）；

当资源禀赋处于 2 个门槛值的区间时，回归系数未通

过显著性检验，可能是由于该区间内样本量不足，但

回归系数符合目前系数估计值的变化趋势，总体上呈

现由正到负逐渐下降的态势。 

非资源类产业的回归结果中（表 4），环境规制

强度对非资源类产业路径创造水平存在 1 个明显的突

变门槛，当资源禀赋低于 0.151 时，环境规制促进了

非资源类产业的路径创造水平，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 0.193）；当资源禀赋不低于 0.151 时，

两者正相关系数提高到 0.800，环境规制显著促进非资

源类产业的路径创造水平。

以门槛模型估计结果为依据，将资源类产业的第

一个门槛值 0.118 和非资源类产业的门槛值 0.151 分

别作为资源类产业和非资源类产业低资源禀赋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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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禀赋的分界点。由于在环境规制对非资源类产业

多样性的相互作用中，未出现第二个门槛值，参照

环境规制对资源类产业路径创造影响的第二个门槛

值 0.305 来表征非资源类产业的中资源禀赋和高资源

禀赋的分界点。由于相关系数未发生改变，本文认为

中、高资源禀赋时期环境规制对非资源类产业多样性

的作用效果相同。由图 6 可以看出，随着资源禀赋的

降低，环境规制对资源类产业路径创造的促进作用逐

渐增强，资源禀赋高的地区凭借富足的自然资源大力

发展资源采掘业，产业趋于单一化，逐渐形成了“路

径依赖”[25]；非资源类产业相较于资源类产业存在明

显差异，随着资源禀赋的增加，环境规制对非资源类

产业路径创造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这说明环境规制

可以作为有效手段来倒逼产业结构调整。

2.2.2 不同资源禀赋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与路径创造
的机制分析

环境规制对产业路径创造的门槛回归结果表明，

由于资源型城市资源禀赋的异质性导致环境规制对产

业结构的作用效果不同。资源禀赋通过资源产品成本

比较优势来影响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果，盲目增加

环境规制强度和统一环境规制政策并不一定有助于地

区生态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由于被规制者的行

业与地区差异，导致其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会使

环境规制工具的实施效果出现差异[26]。因此，需要厘

清不同资源禀赋背景下，环境规制对资源类（非资源

类）产业路径创造的影响机制，针对不同资源禀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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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资源类产业双重门槛估计值似然比函数图
（a）第一门槛和置信区间；（b）第二门槛和置信区间

图 5     非资源类产业单重门槛估计值似然比函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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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资源禀赋下环境规制对产业路径创造影响机制
数值 0.118和 0.305为环境规制对资源类产业的门槛值；0.151
为环境规制对非资源类产业的门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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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实行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1）低资源禀赋时期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关键

时期[27]。该时期资源型城市经历了产业转型的初始阶

段，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初步形成，相较于中、高资源

禀赋时期有较为合理的产业结构。如图 7 所示，环境

规制强度的增加促进了非资源类产业的路径创造。环

境规制通过对企业的环境绩效限制，使环境成本内在

化，导致企业产品成本上升；为降低成本维持产品竞

争力，企业被迫由资源、能源密集型的资源类产业以

及污染密集型的非资源类产业向以技术、知识密集型

的非资源类产业转移。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资源类产

业路径创造，该时期资源逐渐趋于枯竭，资源开采成

本较高，资源开发利润低于环境规制成本，导致初级

资源产品不具有竞争优势。因此，当政府实行严格的

环境规制并对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产生的“三废”排

放指标进行限制时，相关企业为控制污染排放并追求

利润最大化，将进行生产技术升级，改变单纯依靠资

源支撑的局面，向精深加工方向发展，提升产品竞

争力，从而推动了资源类产业多元化发展。例如，

2003—2013 年泸州市转型成效显著，环境规制水平增

长了近 3 倍，推动城市由矿产资源开采等传统资源类

产业转型为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产

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

（2）中资源禀赋时期是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起

步期。城市的产业重心开始由资源类产业向非资源类

产业转移。环境规制可以进一步提高非资源类产业路

径创造水平，随着环境规制趋于严格，更易于驱动企

业转变生产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推动非资

源类产业路径创造；同时，环境规制也促进了资源类

产业路径创造。相较于高资源禀赋，该时期城市资源

类产品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渐减弱，环境规制的增强促

使企业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等途径来

应对环境规制引起的成本上升，进而推动了资源类产

业路径创造。例如，榆林市 2003—2013 年环境规制水

平增长了 8 倍，促使城市由煤炭、石油开采为主的采

掘业转型为以煤制烯烃、煤制油为主的现代煤化工产

业。

（3）高资源禀赋时期是资源类产业发展的成熟

期。如图 7 所示，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非资源类产业

路径创造。由于该时期是资源型城市非资源类产业最

为薄弱的时期，环境规制对非资源产业多样性具有

显著正向作用，但其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仍然较小；

相反，环境规制阻碍了资源类产业路径创造。对于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而言，由于其地区资源储量

表 3     资源类产业双重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差 T 值 P 值

环境规制指数（资源禀赋 < 0.118） 0.703 0.071 9.820 0.000

环境规制指数（0.118 ≤ 资源禀赋 < 0.305） 0.075 0.054 1.370 0.170

环境规制指数（资源禀赋 ≥ 0.305）  －1.389 0.162 － 8.560 0.000

表 4     非资源类产业单重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差 T  值 P 值

环境规制指数（资源禀赋 < 0.151） 0.193 0.048 4.000 0.000

环境规制指数（资源禀赋 ≥ 0.151） 0.800 0.113 7.02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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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足，资源类产品开采成本较低 [28]，资源开发的利

润远高于环境治理产生的成本；面对环境规制，多

数厂商会通过提高资源类产品产量来补偿环境规制

增加的成本。例如，阳泉市 2003—2013 年环境规制

水平增长了 3 倍，但资源类产业多样性降低了 32%。

Wilcoxen[29]、Gray 和 Shadbegian[30]的研究也表明，环

境规制对美国污染密集型行业和制造业的产业发展有

着明显的负面作用。因此，根据成本收益对比分析，

环境规制的提升会进一步加剧其资源类产业的路径锁

定困局。

2.3 不同资源禀赋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议
结合门槛模型回归结果，以资源类产业的两个门

槛值 0.118 和 0.151 为标准将黄河流域 36 个资源型城市

划分为 3 个类型。

（1）石嘴山、金昌、包头等 13 个资源型城市属

于低资源禀赋。该类型城市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中上

游，主要特征是资源保障能力低，制造业及其他非

资源类产业比重高，产业结构相对合理。在国务院

发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

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中明确提出了，

针对低资源禀赋的城市，大力扶持接续替代产业，推

进矿坑、沉陷区生态治理[16]。低资源禀赋要实现高质

量发展，采用环境规制等有效手段推动产业向知识密

集、人才密集的高端制造业转型。培育发展低碳产业

和绿色经济，统筹推动资源型城市自然生态修复和治

理工作，切实保障黄河流域水源地生态安全。

（2）忻州、泰安、庆阳等 20 个资源型城市属于

中资源禀赋。该类型城市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中下

游，主要特征是资源开采量逐步下降，资源储量不断

减少，城市已经度过了经济增长过度依靠资源、资金

和物质投入带动的时期。《规划》针对中资源禀赋的

资源型城市，提出在提高资源深加工水平的同时，积

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16]。中

资源禀赋的资源型城市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须立足现

有资源类产业发展优势，向技术密集、清洁环保的资

源型加工业转型，大力发展非资源类替代产业。加大

环境规制强度，有效地提高资源类产业和非资源类产

业路径创造水平，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提高经济增长

的质量。

（3）大同、晋城、阳泉 3 个资源型城市属于高资

源禀赋。该类型城市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中游，主要特

征是城市非资源类产业比重过低、资源类下游产业发

图 7    不同资源禀赋下环境规制对产业路径创造影响机制
图中数字代表环境规划对产业结构的作用系数，具体来源于表 3 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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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滞后、产业结构单一。《规划》针对高资源禀赋的

资源型城市，建议提高资源类产业技术水平，延伸产

业链条，培育资源深加工企业和产业集群[16]。高资源

禀赋城市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单纯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是远远不够的，重点是要综合施策。不仅要对企业排

污行为进行刚性约束，还要通过财政补贴、科技帮扶

等措施进行柔性调节，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以减少

生产成本，进而转变高强度开采和消耗资源的粗放型

经济增长模式，延伸产业链条，培育资源深加工龙头

企业和产业集群，促使资源类产业由单一化向多元化

转变。同时，还要加大对矿山地质环境、生态系统的

恢复和治理，保障流域生态安全和下游用水安全。

3 结论与讨论

（1）2003—2016 年黄河流域城市环境规制强度

总体呈现逐年增长态势且地区间差距逐渐缩小。从局

域上看，黄河流域上游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最低，中游

其次，下游最高，呈现逐级递增的态势。分城市类型

看，2003—2016 年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

低于非资源型城市且差距在不断缩小。

（2）2003—2013 年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资源类

（非资源类）产业路径创造水平提升明显但地区差距

显著。在资源类产业路径创造方面，黄河流域中游资

源型城市表现较好，上游和下游资源型城市资源类产

业路径创造水平相对较低，但 10 年间提升显著；在非

资源类产业路径创造方面，下游以及陕西南部、山西

南部、河南西部的资源型城市表现较好，上游以及陕

西北部、山西北部的资源型城市非资源类产业路径创

造水平相对较低。

（3）不同资源禀赋条件下，环境规制对资源类

产业和非资源类产业作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① 环境

规制对资源类产业路径创造存在倒“U”型关系。在

低资源禀赋时期，环境规制的增加有助于提升资源类

产业的路径创造水平；在中资源禀赋时期，环境规制

有利于提升资源类产业路径创造，但提升作用明显减

弱；而当资源型城市处于高资源禀赋时期，环境规制

的增加阻碍了资源类产业的路径创造。② 环境规制对

非资源类产业路径创造一直保持正向作用关系。在低

资源禀赋时期，环境规制的增加有助于提升非资源类

产业的路径创造；在中、高资源禀赋时期，环境规制

有利于提升非资源类产业的多样性，提升作用明显增

强。

（4）发挥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的

关键是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结合当地的资源禀赋条

件和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设计差异化的环境

规制措施，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

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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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e than half of the ci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re resource-based citi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uch 

cities in ecology and indust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is study tak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 as samples, uses panel threshold model, entropy method, and other methods to 

classify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based on resource endowment differentiation, analyzes resource endow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dustrial pathways to create multi-element interaction, the role relationship, scientific summary of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creation of industrial pathways under high-, middle-, and low-level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then put forwar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commendations for resource-based cities under different levels of resource 

endow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urba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2003 to 2016, and the gap between regions continued to shrink, generally showing a gradual increase in the upstream,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The resource-based (non-resource) industry in the resource-based citi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03 to 2013, the level 

of path creation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bu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significant. Under different resource endowment condition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path creation of resource industries and non-resource industry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refore, the formulation and selec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must consider the local resource endowment conditions and the 

degree of depend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resource industry, scientifically design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policy 

system,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promot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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